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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力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负面情感是暴力行为的重要促动力，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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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 2009 年冬天至 2010 年夏天，笔者多次前往皖江北岸的江俺镇①收集农村暴力纠纷的资料。
在收集到的暴力纠纷事例中，除了青少年帮派、流氓、“小混混”介入的事例之外，大部分暴力纠纷

有三个共同点: 其一，暴力纠纷发生在普通的农户之间，涉及邻里、长辈与晚辈、兄弟、夫妻以及妯娌

等熟人关系或亲密关系; 其二，暴力纠纷的起因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冲突，如房屋建设、土地边

界、财产分配、物品归属、婚姻问题以及经济纠纷等，并且与争吵、不满、委屈、怨恨以及不公正等道

德情感性因素勾连在一起; 其三，这些常见的冲突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积压之后，发展为流血事件，最

终转变成公安部门处理的案件。
如何理解上述这种发生在中国农村社会初级关系圈中并包含明显的道德情感特质的暴力行

为? 其产生及再生产的机制是什么? 什么样的变量起到关键性作用?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这些问

题一直让笔者很困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尝试诉诸现有的理论资源，即犯罪学研究暴力行为

的三大知识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古典犯罪学。它将暴力行为者视为“理性人”，进而将暴力行为看作一种工具性

行动。例如，贝卡里亚主张的“自由意志论”认为，犯罪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犯罪者从犯罪行为

中获得的快乐、收益要大于他们付出的痛苦、成本，因此政府需要用超过犯罪收益的惩罚来威慑潜

在的犯罪者［1］。新古典犯罪学继承了古典犯罪学的衣钵，仍然将犯罪人视为理性人，将威慑作为

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当代的威慑力研究却显示，人们对刑罚威慑力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而且个

体的是非观念以及对规范的评价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违法与否的选择［2］102 － 103。
第二个传统是精神病学对暴力行为的诊断。这一研究传统认为，暴力行为者是受魔症支配的



“非正常人”，暴力行为是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的结果。暴力的精神病学研究结果也确实告诉我

们，精神疾病与暴力行为确实有关，并且由精神疾病引发的暴力犯罪与正常人的暴力犯罪在犯罪行

为模式上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大致可归纳为: 精神疾病型犯罪没有确切的行动动机和目标，与利益

纠葛无关，无预谋，不虑及后果，攻击对象多为家人和熟人; 正常人的暴力犯罪有明确的动机和目

标，有计划性，考虑风险和后果，伤害对象多为陌生人或者有利害冲突的熟人［3］。
第三个传统是犯罪生物学。与精神病学的立场相似，犯罪生物学也对古典犯罪学的理性人假

设进行了批评，强调犯罪人与正常人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龙勃罗梭

( Cesare Lombroso) 在《犯罪人》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论，认为犯罪人是未脱野性之人，进化水平低

于常人，他们与癫痫病人在身体特征上具有诸多相似性，如大颌骨、突出的颧骨［4］。另外，当代的

生物学研究同样认为某些个体的犯罪行为是人的理性之外的因素———生物学因素作用的结果，并

且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家族遗传、智商、染色体、荷尔蒙，甚至女性的产后综合症。例如，Wilson 和

Herrnstein 指出较高的青少年犯罪率与低智商相关联［5］。另一个常被提及的生物疾病是 XYY 综合

症，即正常男性的染色体组合是 XY，但极为少数的男性多出一个 Y 染色体，其病症是长胳膊、容易

长痤疮、智力较低［6］114。
可以说，精神病学、生物学都倾向于对暴力行为进行躯体化的解释，都认为暴力行为者与正常

人存在差异，只是他们各自强调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已。而古典犯罪学则并不承认这种差异的存

在，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具有衡量利弊的能力，暴力行为是理性判断的结果，尽管这一预设在后来的

研究中得到修正和限定，但并没有被颠覆。
当笔者用上述三个理论传统来检视这些发生在熟人之间并与道德情感因素勾连在一起的暴力

事件时，发现理论与事实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缝隙，而且部分事实并没有被理论关照到。
首先，对于多数暴力事件，笔者难以从理性人的角度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些暴力事件

多半肇端于琐碎的日常冲突，冲突双方的诉求很多是非现实性的，如追求道义、公正、面子、权力等，

从理性权衡、成本—收益计算的逻辑来看，这些诉求在流血冲突、身体伤害以及公权力的惩罚面前

微不足道，事件的因和果显得颇具戏剧性。
其次，精神病学的解释在这些事件中也不具有说服力。原因有二: 第一，对于那些已经演变成

刑事案件的暴力事件，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案件侦查以及法院裁量过程中需要确认的一个

极为关键的问题，而笔者在查看派出所档案以及法院卷宗时，发现相关资料并没有提及当事人患有

任何精神问题; 第二，笔者在做实地调查时，被访者都没有将暴力行为与精神病、神经病联系到一

起，也没有用精神病、抑郁症或者性格缺陷一类的语词来解释暴力行为的发生，甚至在笔者的有意

追问下，他们都明确否定精神疾病在当事人身上存在的可能。
此外，在对施加暴力行为的当事人及其亲属的访谈中，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无论当

事方是第一次暴力的发起方，还是遭受暴力攻击之后的报复方，他们都更倾向于将自己一方的暴力

行为解释为一种获取正义的悲情方式。这种解释与古典犯罪学将暴力行为理解成一种权衡利弊、
理性计算的工具性行动以及精神病学将暴力行为视为受魔怔支配的病态躯体行为有本质差别。

这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资源在面对此类暴力纠纷的发生及演变时，缺乏充足的解释力，尤为

不足的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将与道德、政治及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的情感因素放入分析范围。鉴于

此，本研究扎根具体的地方社会，考察此类暴力事件发生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脉络，关注纠纷事件中

的情感性因素，尝试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纠纷产生及再生产的框架。

二、理论框架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暴力定义成: 在特定的情境下发生的一种带有情感的力量施与，其产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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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situation) 、情感( emotion) 和力( power) 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定义涉及三个关键因素( 变

量) ，即情境、情感和力。
首先，这里的力是指纠纷主体的暴力施与能力，它不仅是当事人主体拥有的力，而且包含当事

人可借助的外部力，不仅是现实展现的力，还包括潜存的力。此处，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暴力行为

解释范式不同，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力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在纠纷演变过程中，当事

人双方的力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并且情感也会对力的施与产生影响。
其次，情感也是一个变化的量，也就是说，在纠纷的演变过程中，情感处于流变状态，通常，它会

不断蓄积，在强度上逐渐增强，成为激发力量施与的促动力。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情感可以作为

暴力产生及再生产的条件变量; 另一方面，暴力行为的发生也会对情感变量产生影响( 如暴力施与

方通过施暴来宣泄情感，弱势的被攻击方被暴力行为激发情感、但往往又不得不抑制情感) ，因此，

我们有必要将情感变量放置在暴力产生及再生产的循环链条中看待。
再次，本文的分析框架特别强调，力是情境中的力，情感是情境中的情感，对纠纷当事人的力以

及情感的分析需要联系特定的情境。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力的施与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情

感的变化也与情境密切相关，情境中的行为规范、文化价值及意义系统有助于我们鲜活地理解力的

施与以及情感的变化。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如果说情境是暴力产生的环境因素的话，那么情感和力则是暴力产生的

状态因素，其中情境影响情感和力，而情感又促发力，三者共同作用于暴力的产生与再生产。据此，

笔者勾勒了情境( S) 、情感( E) 、力( P) 与暴力( V) 之间的关系图( SEPV 图) ，并以此图为框架来分

析暴力的产生及再生产。

图 1 暴力产生的 SEPV 图式

至此，非常明确的是，与暴力行为的躯体

化解释将暴力行为者视为“不正常的人”以及

工具化解释将暴力行为者看作“理性人”不同，

本研究将暴力行为者定义为“情感的人”，即有

情感性反应的常人，对暴力行为者形象的这种

界定更贴近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换言之，在

笔者所构建的暴力分析框架中，暴力本身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化病态结果，也不是古典犯罪

学中经过理性计算的工具性行动，而是包含了屈辱、怨怼、愤恨等情感的表达性行为，如泄恨性暴

力、怨恨性暴力和报复性暴力［7］。在村落社会的特定情境中，这种暴力作为一种私力救济，并非不

义，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们解决纠纷、追求德性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工具性暴力以及躯体病态暴力，中国农村社会里的这种暴力行为类型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及产

生机制，对这种实践逻辑和产生机制的探讨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安身立命，而且与村落政治的平衡以

及村落秩序的维系息息有关。

三、暴力的产生及再生产

基于上面的分析框架，在此部分，笔者结合具体的暴力纠纷事例，分析纠纷当事人的暴力施与

能力是如何转化为暴力的? 转化的外在条件是什么? 纠纷各方的暴力施与能力在纠纷过程中有什

么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与情境、情感之间有何关联?

［事件的基本事实］

2010 年初春，笔者第二次前往江俺镇调查暴力纠纷事件。在神河村，笔者了解到这样一起暴

力纠纷: 村民吴妈与可荣为搭鸭棚、砍树发生冲突。可荣家是搞养殖业的，鸭棚就搭在吴妈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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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池塘边。吴妈认为鸭子的气味难闻，会影响她家孙女( 大儿子的女儿) 的健康，就不愿意让可荣

搭棚子。两家为这事一直有别扭。另外，可荣承包的这个池塘边上长了一棵老柳树，树斜长在水

里，可荣觉得碍事，想把它砍掉，但这棵树刚好位于吴妈家的宅基地与池塘的接壤处。吴妈说这棵

树是她们家祖传下来的，自她嫁到神河村时，树就已经有了，几十年一直都是这么歪长着，所以未经

吴家同意，可荣是不能砍这棵树的( 笔者去村子里调研时，这棵树仍然“躺”在水面上) 。
在后来的一次冲突中，吴妈指责可荣夫妇欺负人，找人砍树都不跟她家打招呼，压根不把她家

当回事。在对骂中，可荣打掉了吴妈头上戴的假发。这对于秃头的吴妈来说是一件极为羞辱的事

情。尽管可荣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将吴妈的假发轻轻碰掉，但吴妈说自己是被打了，而且感觉头昏脑

胀，就在床上躺了两天，后来去县医院拍了片子，结果却没有损伤。拍片子一共花了 200 块钱。吴

妈认为，如果不是可荣打了她，她也不用去拍片子，所以可荣应该承担这个费用，但可荣不肯给，理

由是吴妈没有损伤，他们家不能出这个冤枉钱。
吴妈很气愤，到村干部谢书记家哭诉，要谢书记给做主。谢书记就找到了可荣，劝可荣不要砍

树，拍片子的钱就这样算了，不是什么大事。对于这样的调解结果，可荣是答应了，但吴妈认为谢书

记明显偏向可荣，没有答应。谢书记看吴妈不接受这个处理结果，就让可荣拿一百块钱出来，把事

情了结了，但可荣不同意。谢书记的调解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吴妈又找周书记讨说法( 周书

记是行政村合并之后的新书记，谢书记是村没合并之前的村支书) 。在新一轮的调解中，吴妈仍然

坚持可荣赔偿自己拍片子的钱。周书记在谢书记调解的基础上做了结论，要求拍片子的钱一人出

一半，但可荣认为这个钱花得不值当，调解进入了一个僵局，没有达成协议。
几个星期之后，吴妈在上海打工的小儿子恒福因为身份证丢失回老家重办( 对于恒福的突然

归来，可荣夫妇认定是吴妈唆使的) ，得知母亲被可荣打了的事情之后，恒福便去找可荣解决。在

可荣家的鸭棚里，恒福找到了可荣，用青竹竿将可荣打伤。
［事件分析］

在本事例中，从砍树争执到恒福暴力替母复仇，中间经历了诸多场景，先后有两位村书记主持

了调解，纠纷从两家的私人领域被释放到村落的公共空间中，但事件最终还是升级为一场暴力打

斗，以一方伤残、一方入狱的结果收场。用神河村现任村主任老方的话来说，“开始真不是大问题，

谁想到会闹这么大，对方也没损失什么，就是两家吵嘴，农村这样子不是很正常嘛。”这句话所隐含

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村落社会中再普通不过的争吵会演变成暴力冲突?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

要重新凝视事件本身。
情境一: 失衡的力量与暴力攻击

在可荣与吴妈发生纠纷的伊始，可荣只询问了吴妈的表弟媳妇林蕙塘边的柳树是否是她家的，

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后，可荣已经能够判定这棵柳树是吴妈家的，因为吴妈和林蕙两家是邻居，柳树

旁边的菜园地也是她两家的，因此柳树要么是林蕙家的，要么是吴妈家的。但可荣在明知道柳树是

吴妈家所有的情况下，没有与吴妈打招呼，就叫木匠砍塘边的柳树，并且在与吴妈争吵的过程中，声

称这棵柳树是自生的，没有主人。可荣的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有狡辩的嫌疑，因为在村子里，人们判

定树木归属权的惯常依据是树木生长的位置，在谁家的地界上就是谁家的，即使自生的树木也不例

外。对此，吴妈的解释是，可荣这是存心欺负人，“压根不把她家当回事”、“吃上我家了，知道我老

头子没有用”。这里的“没有用”可能包含这样的两层意思: 一是，吴妈的老伴很懦弱，用当地的话

来说，他是一个“画一个圈可以站到晚的人”( 注: 意思是过于憨厚，以至于有点愚) ，受别人欺辱之

后，不敢激烈反抗; 二是，在身体力量上，吴妈的老伴没有任何威慑性。
吴妈的解释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之前可荣要在塘边搭鸭棚，原先是选在靠近林蕙家墩基的地

方搭，那边离村口近，路宽敞不少。虽然可荣搭的棚子没越过林蕙家的地界，但林蕙觉得鸭子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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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闻，不想让可荣搭。林蕙给她小叔子吴峰打电话，让他处理这件事。吴峰是镇上的电工，在镇上

混得不错，村干部都得给他三分面子。吴峰给可荣打电话，直接让可荣拆鹏，这让可荣非常有压力。
可荣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将搭了一半的棚子拆了，挪到靠近吴妈家菜园的一边。吴妈说鸭子在家

门口会引得小孩生病，也不愿意让可荣搭。但这次可荣表现得很强硬，说他又不是搭在吴妈的墩子

上，跟吴妈家无关，于是硬把棚子搭下了。可荣对吴妈的强硬态度一是挽回自己在与吴峰的交锋中

因挫败而丢失的面子; 二是吴妈的儿女都不在家，就她老夫妇带着小孙女过日子，从力量上来说，不

足以与他抗衡，因此，可荣并没有多少顾虑。可荣搭棚子的事情使吴妈有足够理由相信可荣砍树不

打招呼是有意欺负她家，捏软柿子。
可荣在身体力量上的优势使他在处理自己与吴妈的冲突时显得颇为霸道。用村口理发店董师

傅的话说，“姓鲁的年纪轻轻，人家是一个老奶奶”。在与吴妈的对骂中，可荣先后用凳子、锄头打

吴妈，都被别人拦了下来，后来他跑到吴妈家里，再次与吴妈发生肢体冲突，将吴妈的假发打掉。当

吴妈卧床不起时，她老伴去可荣家说理，结果不仅被可荣赶了出来，而且可荣的媳妇秀兰跑到吴妈

家门口大骂，可荣甚至威胁吴妈，要将吴妈的儿子捏死。
总体来说，可荣回避与林蕙家的矛盾，而两次与吴妈发生正面冲突，并且在冲突中多次使用身

体暴力和语言暴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荣与吴妈双方的力量相差甚远，使可荣具有极强的力

量施与能力。

图 2 力量不均衡容易促生暴力

这种因为力量的不均衡而促使强力一方在冲突中

使用暴力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纠纷双方处于势均力

敌的状况，或者说，双方力量施与能力旗鼓相当，那么

力量施与的代价和遭受回击的概率都会相应提高，进

而压制力量向暴力转变，不至于出现像可荣这样肆无

忌惮地施加暴力的情形。①

情境二: 失败的调解与怨恨的积蓄

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说，吴妈与可荣发生争执并被可荣打掉假发之后，她采取了拍片子验伤的

行动，并且求助了一些在她看来可以处理该起事件的村干部。
“那时是谢书记当书记，我就到他家去了，他不睬不理，他和鲁可荣两个人就像亲兄

弟一样，他就帮鲁可荣讲话。谢书记没解决，我就接着去村委会找人。我不会骑车，大热
天走到村委会那边找到了周书记。我把情况就讲给他听，周书记就到村里来调查了。村
民都讲是鲁可荣不对，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打五六十岁的老奶奶，该当何罪。我到县城拍了
片子，就把片子给周书记看了，一共看了 200 来块钱，周书记讲他家拿一半，我家拿一半，
他不干。”
在调解的时候，村委会方主任的老婆庆姑也在场，她跟秀兰经常在一起打麻将，彼此很熟。看

到调解陷入了僵局，庆姑主动出面打圆场，劝秀兰买点小糖，再拿一百多块钱，她陪着一块到吴妈家

赔礼，但秀兰同样没有理睬。
对于这样的调解状况，吴妈颇为不满。她说，

“我跟周书记讲，打架这个事情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事要是不处理，我儿子要是回来
了，会越闹越大，就像手上割了一个裂子，你先不把它扎起来，血越淌，裂子不就越大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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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把这个事处理掉，不就算了嘛。我什么话都跟大队干部说了，都快一个月了，就
这 200 块钱的小事情都解决不了，不是故意在拖么。我找你，你就要认真啊。周书记是第
一把手，方主任是第二把手，方主任跟小鲁子是一个生产队的，他要是帮我讲话，小鲁子会
不快活，要是帮小鲁子讲话，我也不快活，所以我没找方主任。谢书记跟小鲁子的老婆有
关系( 注:吴妈说谢书记跟秀兰有婚外情) ，他当然帮小鲁子讲话。大队书记都帮他家讲，
他家请他们吃了喝了。”
根据吴妈的叙述，事情的激化与谢书记和周书记处理矛盾不力有直接的关系，道理就像“手上

割了一个裂子，你先不把它扎起来，血越淌，裂子不就越大”。在吴妈看来，谢书记与可荣的老婆秀

兰之间有婚外情，在处理纠纷时自然偏向可荣，与可荣形成庇护关系，无法保持客观公正性。吴妈

的第一次求助之路在这样的状况下失败了。
在第二次调解中，吴妈寄予周书记以厚望，因为周书记是行政村的第一书记，而且与自己和可

荣都不属于一个生产队，对于纠纷双方来说，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能够以中立者的立场

来调解。在这样的状况下，吴妈对周书记的高期望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吴妈没有预料到的是，村

落政治的运作逻辑使周书记不可能轻易推翻谢书记的调解结果。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

推翻谢书记的处理结论，等于直接宣告谢书记的处理结果是错误的，这不仅会让谢书记脸面无光，

甚至可能会被解读为对谢书记的压制攻击，因此，调解本身揉进了复杂的村落政治。此时，周书记

支持谢书记的调解结果，不仅可以维持同僚的关系，而且在以后他与谢书记的权力游戏中，为自己

积累了资本。第二，按照谢书记的处理意见做结论，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减轻自己在这件事情

上的责任，如果当事人双方有什么不满或者之后产生什么后果，人们首先想到的责任人是谢书记，

这也算是周书记规避风险的策略。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家各出一半费用的处理结果也符合村落调解的惯常方式，即双方都要担负

责任，各打一大板。对于这样的调解结果，从吴妈的叙述来看，她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事情闹到

这一步，她更在乎的是可荣赔不赔偿，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尊严以及她的家庭在村子里的地位。可以

说，只有吴妈获得了可荣的赔偿或者赔礼道歉，这起纠纷才算真正了结，吴妈的“常识性正义感觉”
才能得到平衡。

但对双方各出一半费用的调解结果，可荣夫妇却一直不接受。让笔者好奇的是，在事件的演绎

过程中，可荣和秀兰为何会表现得如此强势，比如对吴妈身体的侵犯，在理发店门口扬言要杀死吴

妈的儿子，对村书记处理的结果拒不接受。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可荣夫妇年轻力

壮，在施暴能力上远远高出吴妈和她的老伴，因此，他们不理睬吴妈的诉求，想必吴妈也拿他们没办

法。除此之外，吴妈给出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秀兰与谢书记之间的婚外情关系使秀兰一家子的底

气很足，而且可荣也请大队书记“吃了喝了”，村书记自然帮着可荣讲话。总之，可荣夫妇置之不理

的强硬态度，使吴妈的第二次调解也以失败而告终。
在村干部多次调解失败之后，在村落内部，吴妈已找不到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了，因为在她的认

知里面，像她这样吵嘴打架的小事，生产队长、大队书记这样的村庄内部权威就足以处理。当然，对

于吴妈这样一个到县医院拍片子要走着去、平时在家给老伴煮饭、带孙女的纠纷当事人来说，诉诸

村庄外部权威并不是一件易事。在整个事件中，直到恒福对可荣施暴之后，派出所才出现在事件的

场景之中，也正是在事件演变成了“杀人放火”类型时，吴妈与派出所的互动才拉开序幕。对于这

一过程，笔者将在后文进行分析。
对于整个事件的调解过程，村主任老方的态度是，如果当初谢书记和周书记能够公正地处理，

将事情了结，也不会出现恒福暴打可荣的悲剧。老方说:

“在农村，这个事情赔个礼，道个歉，不就算了嘛，毕竟你打了人家。老奶奶找了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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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但小鲁子夫妇两个就没理这个事情。农村人总要点面子，她本身是个秃子，你把她假
发揭了，她本来就有点火了。
“老奶奶找谢书记处理这个事情。谢书记在处理的过程中有偏心，偏向鲁可荣，所以

老奶奶很气愤，觉得谢书记不帮她讲话，在帮鲁可荣讲话。后来，老奶奶请了周书记出面
处理。周书记在处理的时候，是按照谢书记的意见处理的，但周书记当时也没达成协议，
鲁可荣钱也没拿出来，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对方钱没拿出来，把这个矛盾就积压下来
了。不管处理什么事情，都要有结论。没有结论怎么处理得好。农村不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老奶奶的儿子回来了，回来以后，刚开始也还不错，还喊了鲁可荣，他讲，叔叔

你把我妈打了，怎么办? 但姓鲁的没理也没睬，她儿子就有点火了。农村的孩子认为，他
妈妈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和他妈妈打架，这个事情得给个结果。农村人不就这样嘛。两个
人就打架了。打过之后的事都是派出所的事了，到那个程度，我们也没办法处理了。”
方主任在讲述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矛盾激化的原因在于两位书记没有将事情“结论下来”，即

使可荣不愿意出这个钱，作为书记也应该担保下来，哪怕是自己掏腰包出这份钱也是应该的。换句

话说，一个有担当的、有魄力的村支书应该将事情控制住。另外，在方主任的言说中，他提到了“农

村不就是这样子嘛”，从语境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村落社会中，人们处理事情并没有书本条文

这种程式化、制度化的知识作为依据，没有一个预设好的确定性结果，而是要依靠人们自己在商讨

中去琢磨、商定，寻求一个共识，即所谓的“结论”。结论是在各方的力量、权力、情理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下达成的，虽然人们对“结论”有个预期和想象，但其最终形态却有变数和不确定性，因此，做

结论就是要将这种变数变成一种确定性，以恢复被破坏的秩序。此外，做结论本身也是一项仪式，

只有通过这项仪式，纠纷、争吵才能算作过去式。而谢书记和周书记虽然给出了调解意见，但没有

将意见转变成结论，使吴妈与可荣的争执延续下去。后来，吴妈的儿子恒福问可荣“你把我妈打

了，怎么办”，其实也是在为纠纷找一个结论。

图 3 怨恨情绪的积蓄

可以说，吴妈遭受可荣身体攻击，原本就有怨气，

而她和老伴势单力薄，难以凭借一己之力来为自己讨

个公道，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力量。吴妈预想村干部的

介入可以平衡她与可荣之间的力量差异，甚至她的受

害者角色和道德正当性能使她在调解中得到村干部的

支持。但实际的调解状况却是，村干部一开始就偏向可荣，即使后来做了折中调处，处理结果也毫

无权威可言，对可荣夫妇没有产生实质性压力，致使事情一拖再拖。在事件的调解和拖延过程中，

村干部的不公正以及可荣夫妇的强硬态度使吴妈倍感气愤，不仅对村干部心生不满，而且对可荣夫

妇的怨恨情绪在不断加深。
情境三: 力的改变与暴力复仇

两次失败的调解最终使吴妈迟迟没有得到她想到的正义。在村书记调解无果的状况下，吴妈

与可荣之间的纠纷一直压在那里。后来吴妈的二儿子恒福请了三天假，从上海回来办身份证。吴

妈的女儿、女婿、外孙也都到吴妈家来玩，之前积压下来的纠纷重新复燃。
恒福是夜里到家的。吃过早饭后，恒福急着去镇上办身份证，经过村口理发店时，看到可荣在

理发店串门，便跟可荣打了招呼。吴妈说:

“我儿子当时没有打他，如果打他，我儿子比小鲁子高些，长得也壮些。小鲁子还到
陈医生家讲，我儿子回来喊了他，他还要叫我儿子吃顿饭。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根本
不用请吃饭，那时候我儿子、女儿都在家，你可以来我家，买几斤糖，来赔点礼，讲打过你妈
妈，做得不对，暂且没有二百多块钱。我也不会要他二百多块钱，但他不来。第二天，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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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碰到他了，又喊了他，也没打他。第三天，他要去上海了，他一早就到县城去玩了，三
四年没回来了，回来想到县城玩一玩，还是骑自行车去的。我女婿和一帮人在家门口打
牌，我儿子下午五点多才回来的，向邻居们都打了招呼。他把车子放在家里，然后就去找
小鲁子，问他，你把我妈妈打了，怎么办? 两个人就起了冲突，打了起来。小鲁子在县医院
待了一个月零一天，回来后，说用了几万块钱。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他在理发店打牌，我故
意看了一眼，有一个疤，像手指头那么大，现在( 疤) 都看不见了。那时周书记和镇上的人
都来吓我，说我不给他治，他眼睛全瞎了，吓得我在家发抖，这一生都穷了。可怜我们拿两
千块钱给他，跟三十家借的，他还说我拿少了，我两百块钱你都不拿，我拿两千你还说少，
没办法哦。
“打架之后，派出所就派人来把我儿子抓走了，我儿子把上海饭店打工的地址都告诉

他们了，然后他吓得不敢去上班，躲起来了，不敢回家。别人说这个事情都已经上网了
( 注: 当地公安局在网上发布了通缉恒福的信息) ，抓到的话，要钱，要坐牢。他都没有身
份证，在外面打不到工，像傻子一样，像讨饭的，后来他姐姐把他弄到铜陵，在那里被警察
查到，就通知江庵镇派出所，将他抓回来。派出所说，要拿八万，八万不拿，要坐三年牢。
后来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来调查，我把情况跟他们讲了。过了六个月，上面说要么拿
钱放人，要么判刑。可怜我家没钱，我把地址都告诉检察院和法院，让他们来看，他们觉得
我家是可怜。他们说要判一年半。我到镇上问清楚了，判一年半之后，身份证也给，网络
上( 通缉的信息) 也消掉，也不需要再赔钱，那不就算了么( 注: 意思是不交钱，让恒福坐
牢) 。反正我现在名誉也出去了，两万块钱都不拿，让儿子坐牢，但我没钱么，我很伤心
哦。我家就这破房子，大儿媳妇是人家骗来的，花了几万块钱买回来了，回来生了一个小
孩，十七个月大就丢给我跑了。小儿子要是能挣到两万块钱，我怎么会舍得把他送到牢里
呢，名誉不好听。他没老婆，也没孩子，就让他坐一年半牢，这也是没办法想。其实不止两
万啊，你两万一拿，派出所说用车子去铜陵逮人也要钱，县法院说小孩子在那里待了六个
月要伙食费，这个要钱，那个也要钱，就要好多了。没办法了。”
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调解之后，吴妈与可荣之间的纠纷似乎没有任何转机，但吴妈儿子恒福

的出现改变了纠纷双方的力量对比，至少是增加了吴妈的力量。用吴妈的话讲，“我儿子比小鲁子

高些，长得也壮些”，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恒福的力量施与能力大于可荣。此外，吴妈的女婿和女

儿也回到家中，成为吴妈一方暴力施与的潜在力量。这使纠纷双方的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力量变化的角度来看，恒福的归来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可荣在这种转变中从暴力施加

者转变成暴力受害者。当然，恒福的出现虽然增强了吴妈一方的力量，但并不意味着事件必然向暴

力方向发展。按照吴妈的说法，恒福回来之后先后两次见到可荣，并且两次都很客气地跟可荣打招

呼，并没有表露出暴力攻击的迹象。此时，事情仍有和解的可能。“那时候我儿子、女儿都在家，你

可以来我家，买几斤糖，来赔点礼，讲打过你妈妈，做得不对……但他不来。”
可荣在访谈中也提及了恒福跟他打招呼的事情，这让他颇感意外。但在这两次接触中，可荣没

有主动提及吴妈被打之事。不过，恒福主动跟可荣打招呼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醒可荣他回来了，可荣

应该尽快处理吴妈被打之事，给他一个交代。这样的提醒接连了两次。这看似偶然的两次碰面背

后暗含着某种必然性。在较为封闭的村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固定、密集，交往圈子也十

分有限，常常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大大增加了恒福遇到可荣的概率。这也就是说，村落社会更容

易出现冤家路窄的情况。换句话说，村落社会的相对封闭性是怨恨情绪郁结、潜在的冲突爆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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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原因。①

我们难以推测恒福在这两次碰面时的心态，但一个可能的状况是，如若当时可荣主动道歉或表

态，后面的暴力悲剧极有可能避免。至于可荣为什么没有道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 一方面，他

如果道歉的话，那就表明他在这场争斗中最后是失败的; 另一方面，可荣在力量上很可能并不惧怕

恒福，之前他在理发店门口就说出了要把吴妈的儿子弄死的狠话。
在可荣一直没有主动上门道歉的情况下，恒福到鸭棚里找可荣解决母亲被打之事。判决书提

供的信息是，恒福找到可荣之后，双方发生争吵，以致相互打斗，恒福持竹竿将可荣的左眼和左胳膊

打伤，经鉴定，为轻伤②。

图 4 纠纷双方力量大小的变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从事件的因果脉络来看，恒福的暴力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复仇意味③。正如前面村主

任老方所言，“农村的孩子认为，他妈妈这么大

年纪了，你还和他妈妈打架，这个事情得给个

结果。农村人不就这样嘛。”言下之意，在村

落观念中，母亲受人欺负，儿子有责任为母亲

讨回公道，这是伦理道德上的要求，就如同“父

债子还”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公理”。
在这个意义上，儿子为母报仇的行为自然在情理上立得住脚，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相反，在村落

社会中，如果儿子对母亲的遭遇坐视不理，反倒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和数落。这也是吴妈在与周书记

的对话中强调，“你这事要是不处理，我儿子要是回来了，会越闹越大”的本意所在。果不其然，恒

福最终用暴力为母亲讨了个说法。

四、结论与讨论

上述事例清晰地呈现了村落社会中日常纠纷演变成暴力冲突的过程，以及揭示了暴力是如何

产生以及再生产的。首先，从力的角度来看，纠纷双方力的不均衡是促发暴力行为的一个重要因

素，并且纠纷双方的力在事件过程中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在本文的事例中，可荣夫妇之所以在纠纷

中不把吴妈当回事、如此盛气凌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暴力施与能力远远超过吴妈，一旦

与吴妈发生暴力冲突，他们占有压倒性优势。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当吴妈与其争吵时，可荣才敢用

极具挑衅的方式攻击吴妈。但是后来，当吴妈的子女回来后，纠纷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吴

妈一方潜在的暴力施与能力明显增强，光是小儿子恒福的暴力施与能力就足以与可荣抗衡，这为恒

福使用暴力为母讨说法奠定了现实的力量基础。
其次，在事件的演变过程中，从争吵到暴力再到暴力复仇，情感因素一直贯穿其中。在调解多

次失败的情况下，吴妈的的屈辱感、不满、愤恨不仅没有得到纾解，反而因为可荣夫妇的嚣张气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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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点在后面讲述的李家与普家的院路之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对此，可荣和秀兰给出了不同的表述。可荣说自己当时喂完鸭子，在鸭棚子里睡着了，秀兰刚好回家淘米煮晚

饭。他是在熟睡中被恒福打伤的，并没有与恒福相互打斗。另外，秀兰和可荣都认为恒福是拿螺纹钢打斗，而

不是竹竿。
“复仇”一直是文艺作品乐于阐述的命题，从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阿伽门农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再到中国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复仇由于与人性、伦理、正义、权力等诸多因素纠结在一起，而显得异常沉重。
“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种“同态复仇”心理在诸多不同文化类型的社会中普

遍存在。对该主题的论述可参见文献［8］。



及调解者的偏颇而加强。通常，在满腔愤恨中，暴力施与能力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迫选择隐忍退让，

致使自己的负面情绪不断郁积，其结果是更深的怨恨。在不断增强的情感的作用下，除非是彻底投

降、认命，否则一旦冲突双方的暴力施与能力发生变化，隐忍的一方极有可能以暴制暴，宣泄积压的

情绪。当然，负面情感的积蓄并不必然促生暴力行为，因为，这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村落社会

的相对封闭性、调解的失败等。
再次，情境是理解暴力行为发生及演变的重要因素。本事件涉及多个情境，如纠纷双方为搭鸭

棚、砍柳树争吵的情境、两次调解的情境、恒福回家后偶遇可荣的情境。在阐释情境中行动者的行

为时，我们需要将其与情境中的文化规范、意义系统以及权力关系联系起来。例如，吴妈为何将可

荣的行为视为侮辱、两次调解为何会失败、恒福为何将替母亲讨个说法视为必须做的事情，这些都

与村落社会的观念、文化规范、政治息息相关。此外，纠纷双方的暴力施与能力以及情感不仅是情

境的组成要素，而且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情境会激发( 有的时候会抑制) 力的施与和情感，这些

在本事件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简言之，通过综合情境、情感和力三个因素，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村落社会里的暴力是如何产

生以及再生产的。当然，现实的暴力纠纷有简有繁，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更多地是“理想类型”
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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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Emotion and Power:
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for Violence’s Production

Xing Chaoguo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bes into physical violence in rural China，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primary relationship circle．
This violence is usually linked to dispute，quarrel，grievance and injustice． Based on factors including situation，emotion
and power，the paper sketches the SEPV diagram to explain how the violence happens and chang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unbalanced power is more likely to induce violence，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spute，the power of parties is not
a constant，but changes with the change of situation． Emotion also chang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spute，and makes effect
on power． Besides，situation i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of violence production，and acts on emotion and power．
Key words Ｒural society; Violence; Grievance; Situation; Power; SEPV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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